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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探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的异同及其原因
*1

陈洪模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江西南昌 330009)

【摘 要】: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是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为了挽救革命

而在短时期内先后举行的武装起义。这两次起义既有相似之处，又有不同特点:共产国际参与指导了这两次起义，

但指导思想和具体方式却有不同；南昌起义由中共中央成立的前委领导，秋收起义由中共湖南省委下属的前委和行

委共同领导；两次起义都以成立“革命委员会”作为政治上的旗帜，秋收起义明确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军旗；

南昌起义以北伐时期正规军为主，秋收起义部队人员成分相对复杂；两次起义的过程虽有差异，但经历严重挫折之

后寻找革命新道路的基本路径和结局大致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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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 年 7 月中旬，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撕下了“左派”的面具，公开宣布“分共”。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

挽救处于危机的大革命，中国共产党举起武装斗争的旗帜，于 8 月和 9 月相继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这两次相距甚近的起义有很多相似之处，也有

一些不同的表现和特点。不少学者曾撰文对这两次起义做过分析比较，
①2
他们的研究为进一步深入比较研究两次起义提供了良好

的基础。近年来，随着更多的史料得到披露，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或者对某些问题有所忽略，或者某些结论有值得商榷之处。

笔者对这两次起义的异同再做一番比较探究，提出一些看法，以就正于党史界的同仁。

一、关于共产国际与两次起义的关系

第一次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下属的一个支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按照共产国际的指令，实行同国

民党合作的政策以反对北洋军阀。当大革命面临失败、国共关系破裂之际，共产国际一方面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复兴“左派国

民党”的政策，
［1］

一方面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武装斗争。共产国际在“五月指示”中提出:“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

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

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
［2］(p229)

共产国际的指示推动了中共中央领导对武装斗争的重视，将陈独秀

排除出中央领导岗位之后发动的南昌起义正是中共中央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落实共产国际指示的重大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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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分析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之间关系的文章
①3
从不同角度探讨了这一关系。通过这些文章和相关原始档案，我们可以比较

清楚地了解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的联系。

中共中央于 7 月中旬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后，考虑到共产党所掌握的力量多集中在第二方面军，因此一度设想争取第二方面

军首脑张发奎(此前张表现左倾)参加起义，并于 7月 19 日派出李立三等高级干部到九江实地考察形势。李立三等人到九江后立

即召集在九江的同志开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张发奎态度已经日益右倾，必须放弃对张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力量在南浔线举

行起义。会后，派邓中夏回武汉向中央汇报，其他干部留在九江及附近筹备起义事宜。
［3］(p76－77)

有人认为南昌起义酝酿期间，“鲍罗廷支持南昌起义，先后主持召开了两次庐山会议，直接参与起义计划的制定，功绩是

不小的”，
［4］

并以此作为共产国际参与南昌起义酝酿的依据。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前未曾召开过庐山会议，仅仅是在九江先后

召开过三次会议。第一次九江会议后，李立三确实到庐山会见过鲍罗廷，并向他通报了准备在南昌起义的设想，得到了他的赞

成，但不能以此作为召开过庐山会议的依据。何况此时共产国际新的代表罗明那兹即将到任，而鲍罗廷甚至等不及向罗明那兹

详细交接，就要匆匆离开中国，他此刻怎么可能代表共产国际来指导南昌起义?有关详情可参考拙作有关论述，
［5］

在此不赘述。

7月 20 日至 25 日之间，在武汉的中共中央常委得到李立三等主张在南浔线一带发动暴动的建议后态度积极。25 日，中共

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开会时都表示赞成这一主张。“当时虽没有详细讨论，可是已具体的准备一切暴动的需要。”
［6］(p63)

但

仅过一天，7月 26日下午 4时，中央常委和共产国际代表再次开会进一步研究起义的准备工作时，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却说:

“现在经费一时无着。又国际电，不许俄顾问以任何形式参加这次暴动。”
［6］(p64)

罗明那兹之所以改变态度，是因为他接到了来

自莫斯科的最新电报指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南昌起义回复罗明那兹的电报中说:“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

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

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7］(p17)

并指示“如毫无胜利的机会，则可不举行南昌暴动”。
［8］(p62)

联

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表明，共产国际为防止南昌起义失败给苏联惹上外交麻烦，所以减少了对南昌起义的支持，并明确下

令不准苏联人参与起义。同时由于担心起义力量不够，且对张发奎的革命倾向估计过高，共产国际还想争取张发奎参加起义。

为了传达共产国际的新精神，中共中央派出张国焘前往南昌。张国焘到南昌后，在前委扩大会议上强调共产国际关于起义应争

取张发奎以及如无胜利把握不如不进行暴动的指示，欲干扰起义的发动，结果遭到周恩来、李立三等与会人员一致反对，最终

张国焘接受了与会人员意见，赞成发动南昌起义。
［6］(p65－66)

张国焘在前委扩大会议传达时强调共产国际指示中的消极因素，干扰了起义的进行，固然有张国焘无法推卸的个人责任，

但共产国际本身对起义缺乏信心，发出的指示既可从积极方面亦可从消极方面理解，特别是要求继续争取张发奎，更是脱离了

实际。应该承认，共产国际在南昌起义的决策过程中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南昌起义部队离开南昌远征广东以后，虽然一度设想争取国际援助，
［9］(p352－354)

且共产国际也想给予援助，
［10］

但客观上因起

义军主力很快失利，共产国际一时也无法给这支远离海口的起义部队提供实质上的援助。而后来转战于湘赣边地区的秋收起义

部队因为通讯联络、地理交通等方面条件的限制，主观上没有从共产国际获得援助的设想，客观上也没有获得援助的可能。

有学者认为:“在南昌起义胜利后建立的政权，以及南下撤退广东海、陆丰地区的选择等方面，起义的领导者们都是在共产

国际的领导下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动的。”
［11］

这未免过于高估了共产国际对南昌起义的指导作用。南昌起义胜利之后，8月

3日起部队按照中央原定计划离开南昌、远征广东，此后起义的领导机构与中央就失去了联系。李立三在南昌起义之后写给中央

3①主要有:钟小敏，黄国华“南昌起义与共产国际关系初探”《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10)；陈毓述，苏若群“联

共(布)、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中共党史研究》2007(9)；熊燕“共产国际与南昌起义关系中的几个问题之探讨”《江西师范

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5)；周利生“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战略与共产国际、联共(布)的关系”《江西社会科学》

2009(9)；刘小花“共产国际、联共(布)对南昌起义的援助”《红广角》2010(11)；徐元宫“莫斯科对南昌起义前后态度变化原

因考察”《历史教学(下半月刊)》2012(5)；肖燕燕“南昌起义的国际因素”《学术探索》2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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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总结中曾经谈到与上级无法联络、信息不畅的情况:“我们在前敌的同志，直到了汕头后，才知道有八七紧急会议的这回事。

行军两月，简直成了野人，不单是不知道党的情形，并且连全国大的政治状况都不知道。”
［3］(p88)

起义部队在两个月行军途中既

然同中央都无法接上联系，又怎么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有关共产国际对秋收起义的指导可见罗章龙回忆。他说:毛泽东、彭公达到武汉去参加八七会议后，在长沙麻园岭苏俄领事

馆内召开了湖南省委会议。会上，“‘国际’代表提出要打倒陈独秀，大家感到突然。……易礼容认为不能提打倒陈独秀，并

要求共产国际拨钱拨枪给我们，进行武装斗争。这个要求未答应，会议无结果而散”。
［12］(p2)

这里所讲的国际代表其实就是苏联

驻长沙领事馆领事马也尔。共产国际通过苏联的外交官员来介入中国的大革命，也是有先例的。例如发给驻武汉共产国际代表

团的“五月指示”，收电人之一就是苏联驻武汉总领事普利切(化名柳克斯)。
［2］(p298－300)

可见共产国际通过苏联驻长沙领事馆介

入过秋收起义的筹划，至少在起义前为湖南省委提供过开会的场所。但是共产国际在起义筹备期间拒绝了湖南同志拨钱拨枪的

要求，没有给起义提供具体的物质支援。作为旁证，湖南省委给中央的信中也提到马也尔曾经向湖南省委传达过共产国际的指

示。
［13］(p354)

起义发动后，湖南省委面对毛泽东领导的进攻长沙三路队伍失利、长沙城内敌军力量增强的严峻局面，于 15日决定

延期在长沙的暴动。马也尔于 9月 16 日、17日先后给湖南省委写信，对起义应如何行动直接发出指示，批评省委 15 日延期暴

动的决定。
［14］(p66－67)

他在秋收起义后的一份报告还继续指责“九月十五日晚上省委决议长沙的暴动延期”，认为“湘东的事变以

我看不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失败”，要求“停止湘东已经退却的动作”。在严厉批评了湖南省委后，他甚至认为要由“派来的

中央委员实行改组省委”。
［15］(p68－72)

由此可见，比起对南昌起义的宏观指导，共产国际或者说联共(布)对秋收起义的指导是微观的，是很具体很直接的。造成

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是当时通讯联络手段的关系。当时无线电台的联络尚未普及，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都无法与起义部队通过

电台直接联系，基本是靠人员联系。而当时恰好在长沙有苏联的领事馆，共产国际可以通过领事馆的电台下达指示，领事馆的

马也尔则可以凭着外交官的身份活动，在长沙城内筹备秋收起义时产生重大的影响，而起义爆发后对城外毛泽东领导的起义部

队则鞭长莫及。至于南昌起义，无论在爆发地南昌还是南征目标地汕头，都没有苏联的领事馆，所以当南昌起义部队与上级无

法联络的时候，共产国际自然无法通过中共中央也无法借助外交人员来对南昌起义施加影响。从具体指导的情况看，共产国际

对南昌起义的指导有过动摇和犹豫，而对秋收起义的指导则表现出“左”倾盲动的倾向。

二、从领导层面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有学者指出:“无论是 8月 1日的南昌起义，还是 9 月间的秋收起义，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共为挽

救大革命失败、推进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所作出的艰辛努力，都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不屈不挠、敢于斗争的无畏精神。南昌起义

及秋收起义，从最初的酝酿到实施，从武装暴动的发起到组织领导，从起义的大计方针的制定到起义的演变，都是在中国共产

党直接领导下进行的，都是中国共产党不懈努力的结果。”
［16］

从宏观角度看，这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如果对这两次起义的领导

机关以及相关具体情况作进一步考察，就可以看出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许多明显的差别。

首先，南昌起义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决定并发动的，而秋收起义是在湖南省委直接领导下举行的。7月下旬，中共中央接到

派往九江的李立三等举行起义的建议后，“二十四日(或二十五日)，罗米那兹、加仑、张国焘、周恩来在武汉举行会议。周恩

来在会上要求中央从速决定南昌暴动的名义、政纲和策略，切实计划发动湘鄂赣和广东东江一带工农势力，并要求共产国际经

由汕头迅速给予军火和物资接济。会议决定在南昌举行起义。并根据加仑的提议，规定起义后部队的行动方向:立即南下，占领

广东，取得海口，以取得国际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这样，南昌起义的部署就正式确定下来”。
［17］(p174)

会上还决定由周恩

来担任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立即前往九江、南昌，传达中央批准起义的决定并具体实施对起义的领导。由此可见，南昌起

义的决策是在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直接领导下决定的。

从宏观方面来看，秋收起义也接受过中共中央的指导，因为它是中央部署的湘鄂赣粤四省暴动中一部分。南昌起义后两天

的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湘鄂赣粤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的文件中就要求:“现即须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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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交通不灵通时得有独立指挥此委员会所能活动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泽东，卓宣(书记泽东)。”
［18］(p12)

这是中央最

早下达的一份关于秋收起义的文件，可以看出当时中央设想的暴动区域是在湘南。至于具体领导秋收起义的还是中共湖南省委，

因为这份文件明确讲到“组织湘南特别委员会受省委指挥”。

“八七会议”后的 8 月 18 日，改组后新成立的湖南省委“召集第一次省委会议，选举常委，及讨论秋收暴动问题”。
［19］(p111)

会议经过激烈讨论后于次日向中央报告:“湖南的秋收暴动决定以长沙暴动为起点，湘南湘西等亦同时暴动，坚决地夺取整个的

湖南……”
［20］(p14)

这时湖南省委设想的暴动还是全省暴动，但由于共产党当时在湖南所掌握的力量有限，确实无法在全省范围发

动起义，于是湖南省委决定将暴动范围缩小。8月 30 日，中共湖南省委会议最后确定“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

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常委委员决定公达到中央报告计划，泽东到浏、平的农

军中去当师长，并组织前敌委员会”。
［19］(p116－117)

会后，毛泽东衔命前往萍乡安源组织起义。从以上简单过程中明显可以看出，

秋收起义一直是处在湖南省委的直接领导下，包括到前方具体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也是在省委会议上决定成立的。

其次，南昌起义的核心领导机构只有一个，即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而秋收起义则有所不同。参加过秋收起

义的潘心源在 1929 年的一份报告中转述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的话说到过:“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

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
［21］

(p119)可见在湖南省委之下有前敌委员会和行动委员会这两个不同的领导机构来共同领导秋收起义。一份历史文件也证明了行

动委员会的存在:“湖南省委决议，令各地赶紧动员，限于阳历本月十六日会师长沙，夺取省城，建设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令到即各遵照执行。鄂南决于九日发动，安源决于十一日发动，自岳至长至株铁道九日起破坏，各县农民运动亦已特别加紧工

作，限于十一日齐起发动。”
［22］(p64－65)

此文件的落款为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和行动委员会书记易礼容，这清楚地表明了行动委员

会与湖南省委一起指导了秋收起义的发动。罗章龙回忆:“为了加强对秋收起义的领导，决定成立前委和行委的组织机构，即中

共湖南省委行动委员会和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前委在行委领导之下，行委又在湖南省委领导之下。”
［12］(p3)

从这段话看，

前委和行委应为隶属关系。不过有学者认为“行委和前委一样，都是省委统一领导下对起义实施具体指挥的机构”。“行委的

任务是直接指挥长沙及其周围各暴动地区的行动，主要是做好起义的宣传鼓动工作，整顿和组织长沙附近零散工农武装，破坏

敌人铁路交通及电讯、水塔等设施，发动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并在起义部队兵临城下的时候，发动近郊农民和城内工人暴动，

响应起义部队攻城。”
［23］

照此分析，行委和前委就应该是平行的机构，而不存在行委领导前委。不管行委与前委的关系如何，

我们谈及秋收起义的领导机构时，绝不应忽视行动委员会的存在及其作用。

在具体比较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两个前敌委员会的级别、上级机关不同之外，还可以看到有一点明显的不同之处，即两

个前委中成员的情况有很大的差异。领导南昌起义的前委书记是在中共中央会议决定的，由周恩来担任。起义后几天中共中央

一封信中谈到南昌起义部队即将南征广东时明确指出:“我们原定计划是攻击朱军后直奔东江，中央昨天会议决令粤省委即刻以

全力在东江接应。中央组织前敌委员会，指挥前敌一切事宜，以恩来、立三、代英、彭湃四人组织之，请设法与之互通声气以

便进行。”
［24］(p39)

这封信清楚地说明中央指定的南昌起义前委成员，消除了后来的研究者在前委成员问题上的争论。相比之下，

领导秋收起义的前委只有书记毛泽东是明确的，前委成立时的具体成员有哪几位，并不是很明确。潘心源报告中转述毛泽东的

话:“湖南指挥暴动的机关，分为两个:一个是前敌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书记，以各军事负责人为委员。一个是行动委员会，以

易礼容同志为书记，以各县负责同志为委员。”这里虽然明确了毛泽东任前委书记，但对于前委成员具体包括哪几位军事负责

人，无论是湖南省委的文件还是潘心源的报告均没有提及，只有一条“各军事负责人”为前委成员的规定，以致今天尚无法确

认前委成立时有哪几位具体成员。所以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联合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史

资料》在记载秋收起义的前委这一机构时，也仅仅列出书记毛泽东，其他成员一概阙如。
［25］(p1149)

可见，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是在中共中央领导下组成的，前委四位成员中有两位(周恩来、李立三)担任 7 月 12 日改组后

的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加上 30 日赶到南昌的中央代表张国焘也是常委之一，所以南昌起义的领导层充分贯彻了中央的意图和

指示。相比之下，秋收起义的前敌委员会由湖南省委领导，而湖南省委领导层对秋收起义发动的范围、中心等存在分歧，直到 8

月 30 日意见才统一，确定起义的范围是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七县，可是后来秋收起义实际是以湘赣边的修铜萍为主要地区。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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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省委为了协调党和军队的关系，又分别成立了行动委员会和前敌委员会，但因联络手段、方式等局限，行委和前委的配合并

未达到预想的效果。

三、从旗帜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对旗帜概念做一个界定。笔者认为对旗帜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是具体的旗帜，如一面军旗、

一面红旗；一种是抽象的政治上的旗帜，即政治上的宗旨、路线等。

在南昌起义前，中共中央就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有继续利用国民党旗帜、复兴国民党左派的设想，并作出了相应的宣传

和部署。比如，南昌起义前两天(1927 年 7 月 29 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文件中，一方面批评武汉汪精卫集团:“武汉的国民党

中央现在已经变成了政客的俱乐部。他们实际上已经没有自称国民党领袖的资格，他们已是革命的国民党的叛徒。”一方面又

指出:“如今只有决然的完全的和背叛革命与党的少数领袖决裂，而团结广大国民党员群众于革命的政纲之下才能救党，使国民

党的旗帜不要变成反动的旗帜。”
［26］(p98－100)

这里所讲的旗帜，显然是指政治上的旗帜，也可以理解为党的旗帜，而不是指军队

打出的旗帜。

筹备南昌起义时，在九江的同志就根据中央指示，将暴动胜利后组成的权力机构名称定为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革命委员会

成员中也有很多国民党左派人士，所以从政治上看打出的旗帜并未体现共产党的色彩。8月 2日前委将参加起义的部队改编为国

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
［27］(p18)

此时的军队名称是国民革命军，军队旗帜也沿袭了武汉时期的旗帜。张太雷于 9月下旬赶到汕头，

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将革命委员会改为苏维埃，丢掉国民党这块招牌的指示。但因为当时前线战事紧张，未能及时调整。几天

后因为汾水战斗失利，转移途中又遭到敌军截击，主力溃散，在组织撤退的流沙会议上，周恩来向大家宣布“现在我们奉中央

命令，我们共产党，不再用中国国民党这面旗帜了，将在苏维埃旗帜之下，单独的干下去”。
［28］(p324)

而秋收起义部队所打出的

军旗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
［29］

与南昌起义相比，不仅军队名称不一样，军旗的不同更是一目了然，区别明显。于是有论者提出:

“同南昌起义不同的是，秋收起义打的是共产党旗帜。当 8月 18 日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毛泽东坚决主张举共产

党的旗子。他明确指出，不能再照‘八七’会议提出的那样打国民党左派的旗帜。……秋收起义高举共产党的旗子，处处体现

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独立组织的原则，甚至连组建的部队也称为工农革命军，以区别于国民党时代的国民革命军。”
［16］

这明

显将秋收起义部队所打出的军旗与秋收起义所揭橥的政治上的旗帜混为一谈了。

从政治上分析，秋收起义并非如某些论者所讲的那样“打的是共产党旗帜”。8 月 9日，中共中央给湖南省委的信中指出:

“中央前次决定湘鄂赣粤四省秋收暴动计划，其意义是要我们党坚决的去领导四省农民革命高潮，发动土地革命的暴动，推翻

四省反动统治，建设工农德谟克拉西专政的革命政权(在乡村一切权利归农民协会———农会政权；在城市一切权利归革命委员

会。革命委员会暴动前是指导暴动的机关，由我党指派同志及少数真正民左分子组织之。暴动成功后即是临时革命政府的性质。)”
［30］(p307)

这里并没有“打出共产党旗帜”的意思，相反，还提出暴动指导机关应包括“民左分子”即国民党左派分子。8月 18 日

湖南省委研究秋收起义行动计划时，毛泽东确实主张举共产党的旗子，但他和湖南省委的意见几天后就被中央否决了。中央复

函批评湖南省委:“中国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民权革命，仍然还在民权革命第二阶段。此时我们仍然要以国民党名义来赞助农工的

民主政权，但不是照以前那样的工农赞助国民党。到了第三阶段才是国民党消灭苏维埃实现的时候，你们以为目前中国革命已

进到第三阶段可以抛去国民党的旗帜实现苏维埃的政权，以为中国客观上早已到了一九一七年了，这是不对的。中央从各方面

来证明政治决议案是正确的，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行……而国际电令也是如此的。”
［13］(p353)

请注意这里“你们务须依此决议执

行”的指令性语气。事实上，无论是湖南省委还是毛泽东都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政治上并没有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所以有学

者认为:“准确的提法应当是，湖南省委和毛泽东在起义前曾经提出过在湖南秋收起义中打出红旗之事，但是，在起义的实际过

程中，还是执行了中共中央左派国民党策略。……在湖南省委和毛泽东指导下的秋收起义，其起义名义、军队名称和政权机构

名称完全执行了中共中央的左派国民党策略，起义旗帜当然应该与此相应。”
［31］

这样的论述更符合历史情形。

那么在秋收起义中政治上的旗帜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当时的文件。中央在 8月下旬给湖南省委的信中要求:在准备秋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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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动时“‘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的名义现在就可以使用起来，以此名义为中心去号召民众”。
［13］(p35)

9 月 12 日发布的中共中

央《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又指出:“湖南暴动可分为三大区，……如此全省范围的暴动，应普遍的以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

会的名义为号召的中心，此革命委员会于暴动成功之后组织湖南省临时革命政府。……暴动组织在中国革命委员会湖南分会、

湖北分会之下，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
［32］(p364)

上述文件

证明，“革命委员会”才是秋收起义中号召民众的旗帜。在铜鼓的苏先俊曾讲道，“九月七日接安源同志通告知湖南革命委员

会已组织成立”。
［33］(p51)

可见毛泽东在安源确实按照中央指示组建了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第二团攻占醴陵后，也曾经建立中国革

命委员会醴陵分会，“牌子挂在县城东门兴贤堂，并刻有印鉴”。
［34］(p98)

但由于革命委员会存在时间很短，活动也不多，政治上

的影响力不大，人们了解更多的是秋收起义部队打出的“工农革命军”军旗。如果简单地认为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就代

表了共产党的旗帜，并以此作为秋收起义政治上的旗帜来宣传，这种说法无疑有违历史事实。

可以看出，与南昌起义后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相比，秋收起义所成立的“革命委员会”，前面已经删掉了“中

国国民党”几个字，这表明中共中央和湖南省委已经对前一阶段复兴国民党左派的政策和态度开始有所转变，但秋收起义没有

明确打出共产党或苏维埃的旗帜。直到 9月 19 日，中共中央才发出文件，要求各地彻底抛弃国民党的旗帜，打出苏维埃的旗帜。
［35］(p369－371)

四、从人员情况看两次起义的区别

首先来看两次起义中的人员数量。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主要是贺龙领导的第 20 军与叶挺领导的第 24 师以及聂荣臻、周士

第领导的第 25 师一部分以及朱德领导的军官教育团一个营，总兵力 2 万多人。
［36］(p147)

除了这些部队，还有众多的共产党员、国

民党左派人士和南昌的青年学生、革命群众参加了起义，这些人员具体数量不是很清楚，但应当不是一个小数目。他们基本分

配在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江西省政府以及粮秣管理处工作。而参加秋收起义的“武装力量有三支，计 5000 人左右:一是

原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二是湖南平江、浏阳和湖北崇阳、通城的农军，三是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
［37］(p12)

从人数看，两者的差距相当明显。

再从参加起义的部队人员成分看。参加南昌起义的部队基本是国民革命军，都是正规部队。其中叶挺领导的部队第 24、25

师中许多军官毕业于黄埔军校，部队从广州北伐一路打到武汉，然后部分队伍参加二期北伐，攻进河南击败奉系军队后回师武

汉，官兵军政素质较好。贺龙的部队也参加了北伐，1926 年 8 月间他率领在湘黔边界的部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 9 军第 1 师(军长

彭汉章)。周逸群在此时来到贺龙部队担任政治部主任，为提高部队素质做了大量工作。随后贺龙率部出击湘鄂，攻克多处重镇，

“2月 18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因贺龙师在鄂西作战颇著战绩，特升任为独立 15 师，贺龙为师长。该师直接受总司令部指挥”。
［38］(p282)

后来又参加二期北伐。贺龙部经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在河南击败奉军，武汉国民政府决定将其领导的独立 15师扩编为军，

授予国民革命军第 20 军的番号。
［38］(p322)

参加秋收起义的部队中第一团是卢德铭领导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这个团武器装备齐全，人员足额，军事素质较

高。第二团由安源路矿工人为主体组建，王兴亚担任团长。第三团的基础是浏阳农民义勇队，苏先俊任团长。这三个团中，第

一团是正规军，第二团人员基本是工人，第三团基本是农民，所以整个部队的成分可说是工、农、兵的结合。从政治上看，这

种工农兵组合的部队应当更富有革命性。不过从军事素质、武器装备和训练程度等方面来看，秋收起义的部队比起南昌起义部

队当有一定差距。秋收起义中还有一个第四团，是八月下旬在修水收编的邱国轩部队。这支部队在起义打响后，临阵叛变，使

得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
［39］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南昌起义部队中有一批女兵。这批女战士主要是来自武汉军事政治学校女生队的学员，7月下旬陆续从武

汉赶到南昌，参加起义后分别加入起义军贺龙、叶挺领导的部队，她们是人民军队的第一批女兵。有学者考证，这批女兵共有

31人，其中 28 人姓名已查清楚。
［40］

这些女兵编入部队后，随军南下途中担任宣传、救护等工作。到瑞金后领导决定将她们集

中到革命委员会中工作，每人还发了一本《救护常识》。在会昌战斗中，一些女兵到前线救护站当医生的助手，有的人还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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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场救护工作。
［41］(p439－440)

主力部队在潮汕失利后，还有几位女兵随朱德率领的起义军余部继续转战，直到信丰整顿时才离开部

队。
［42］(p54－55)

因为南昌起义是中共中央部署的军事行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的党组织得到指示后，尽可能地通知了学员，一些女

学员得到消息后也及时赶到了南昌参加起义。而秋收起义缺乏类似的条件，所以未见女兵编入部队的记载。

五、从结果看两次起义的异同

有学者在比较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结局差异时认为，虽然“这两次武装起义的初衷是相同的，然而，发展方向却大相庭径，

有着不同结果。南昌起义部队……由于没有同当地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采取了从城市到城市的进攻路线，违反了中国革命战

争的规律，因而，主力部队于 9 月底、10 月初在广东潮汕地区遭到巨大损失。至此，南昌起义也宣告失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

起义，却有着不同的结果。当起义部队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审时度势，冷静分析攻打长沙的利弊得失。经反复权衡，果断地放

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决定把余部集中在湖南浏阳文家市。……秋收起义部队退兵文家市及进军井冈山，使这支弱小部队转危为

安，走上了在农村开展斗争，以农村为依托向国民党反动势力发起新的进攻的正确轨道”。
［16］

把南昌起义的结果认定为失败，

并非孤立的意见，还有一些学者也持类似观点。
①4
笔者以为将南昌起义简单地定性为失败是值得商榷的。

首先，南昌起义的概念有狭义和广义的区别。

狭义的南昌起义指的是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于 1927 年 8 月 1日在南昌发动的军事行动。这一军事行动显然完全

达到了预定的目标:解决了原驻守南昌城的朱培德部队，占领并控制了南昌，接管了银行并没收金库的现金以充实起义军的财政，

建立了以共产党为核心的新政权机构，将参加起义的军队整编为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8月 1日的起义都是

一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它以极小的伤亡完全达到了事先确定的目标，所以狭义的南昌起义取得了胜利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广义上的南昌起义则不仅指 8 月 1 日在南昌的军事行动，还包括此后南征广东、主力在潮汕失利、朱德率兵三河坝突围并

转战赣粤边整顿部队、发动湘南起义再领兵上井冈山与毛泽东会师的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南昌起义军主力在潮汕遭遇优势

敌人的围攻而失利，这往往被认为是失败的象征。然而我们知道，起义军主力虽然在潮汕汾水地区遭遇敌人重兵围攻，遭受了

严重挫折，之后又在莲花山遭到敌军截击，部队溃散，但是大约 1000 人在董朗等率领下转移到了海陆丰，与彭湃领导的农民武

装合编为红二师，
［43］(p15－21)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创建了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另外驻守三河坝的第 25 师在朱德率领下顽强阻击大

量敌军围攻后，突破敌军重围，在饶平集合了起义军余部，然后经过艰苦转战，于 1928 年 4 月在宁冈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

部队胜利会师。朱毛会师后创建的红军共同为创建、保卫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成为中央红军的前身。

秋收起义的部队也曾遭到了挫折。罗荣桓对秋收起义三支部队攻打长沙曾讲道:“在当时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攻长沙，显

然是一种军事上的冒险行动，加之没有广泛地争取群众的配合和战术上的分兵，致使起义的部队遭受严重挫折。”
［44］

有学者认

为:“秋收起义在进攻大城市遭受挫折后，毛泽东适时地率领部队向敌人统治薄弱的井冈山进军，保存了革命武装，点燃了工农

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
［45］

此说颇有道理。其实回看历史，朱德率领南昌起义余部的转战过程也是如此。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的结果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在初期遭受严重挫折之后，领导人率领起义军余部

转移到敌人统治薄弱的边远地区，建立党对军队领导，与农民运动结合，开展游击战争，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

朱、毛两支起义部队在井冈山的胜利会师，使得两个起义后保存的精粹汇聚成一股更坚强的力量，开创了井冈山斗争的新局面，

标志着中国革命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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